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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1890—1974），近代著名气象学家、教育

家。在抗战期间，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领导学

校千里跋涉四次西迁，并将浙大建设成为蜚声海内

外、被誉为“东方剑桥”的中华名校。

山高路险，不弃文脉

1937年 8月 13日，抗战史上著名的淞沪会战拉开

帷幕，毗邻上海的杭州很快也笼罩在战火中。为保全

学校和寻求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浙大开始准备避难

迁移事宜。8月 26日，校长竺可桢赴杭州附近的东天

目山考察，决定设分校和临时办事处，接纳一年级新

生报到。之后杭州形势紧张，11月 5日侵华日军在杭

州湾登陆，浙大决定全校集中迁往建德。在举校西迁

之前，竺可桢 10月初已先行赴建德觅址，并派人筹建

临时校舍。但这只是浙大迁徙的开始，随着战火的蔓

延，再迁吉安、泰和，三迁宜山，四迁遵义，在两年多的

烽火岁月里，浙大师生被迫一路西行，一路播迁，经

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至 1940 年初定址遵义湄

潭，铸就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浙大的西迁路线和

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相似，被誉为是“文军长征”。

作为一校之长，竺可桢运筹帷幄，未雨绸缪，展示

了出色的决策、组织才华，早在天目山安置新生之时，

竺可桢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设立战时后方

服务队，开办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规定学

生必须参加，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以适应严酷的战争

环境。更重要的是，每次迁徙，竺可桢都亲力亲为，或

先行跋涉勘察校址，研析考量当地的气候地理、风俗

民情、社会状况等；或积极奔走，争取国民党高层或地

方要员，借助各方力量保障学校的顺利迁徙和运转。

而在转移时，竺可桢几乎每次都是最后一批撤离。由

于筹划周密、准备得当、组织有序，虽历经艰险，浙大

的几次辗转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师生们面对日军

的轰炸也能从容应对，1939 年敌机专门轰炸宜山校

舍，学生们有序离开校舍避于江边，“无一重伤”。

在浙大西迁时，当时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

书》也面临着战火的威胁，欲转移至安全地方却受制

于经费、人力、运输工具的不济。竺可桢得知此事后

伸出了援助之手，先是将库书运至建德，杭州陷落后

又建议教育部长陈立夫将该书运往内地，教育部随即

决定由浙大协运《四库全书》，为此，竺可桢派专人负

责库书的迁移，先至长沙，又至贵阳。1939年 2月，竺

可桢因公路过贵阳时还专门查看《四库全书》的储藏

情况，并提出了“屋须改用瓦片，箱中书籍须晒曝，而

该地必须有人主持，因此不能不有预算，约计每月一

百六十元之谱”等具体的建议。浙大迁至遵义后，竺

可桢又派专门人员协助藏书曝晒事宜。1944年，日军

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贵阳一度受到威胁，教育部接受

了竺可桢的建议将库书运往了更为安全的重庆，使其

终免战火波及。《四库全书》是我国古典文献的精华和

象征，文澜阁藏书历经波折终得保全，它和西迁的浙

大一起流亡，正可谓“山高路险，不弃文脉”。

人才为先，精英荟萃成就“东
方剑桥”

1936 年任校长时，竺可桢即强调“教授是大学的

灵魂”，并表示要“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

专门的学者”。为此，不遗余力网罗优秀人才成为竺

可桢一项不间断的工作。1936年上任伊始，竺可桢多

次登门拜请当时被视为“杭州瑰宝”的马一浮任教浙

大，并满足马提出的颇为苛刻的要求，但仍被怀疑“请

邀之心非真诚”而不了了之。直到 1938 年，受到战争

威胁的马一浮提出要随浙大迁移避难，竺可桢并未计

较马的多次失约，这位国学大师方得以入教浙大。在

竺可桢的争取下，浙大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各领域的精

英知识分子，在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和新聘教员

会晤的信息。

浙大的人才引起了其他部门的兴趣，为将这些人

才留在浙大，竺可桢使出各种招数与各方周旋。1940

年，中央大学意将张肇骞调往任职，被竺可桢以“浙大

植物只张一人”而“竭力阻之”。1941 年，教育部长陈

立夫想挖角苏步青，“立夫欲成立研究院数学研究所,

欲请清华之华罗庚、陈省身及浙大苏步青,陈已允

就。正之不肯让华,余亦不肯让苏。”正是竺可桢长期

的努力，浙大成为当时学术精英汇集的舞台。1943年

有人撰文分析当时中国各高校研究人员，对此竺可桢

认为：“浙大方面提及苏步青、黄翼与罗宗洛、谈家桢，

但未及贝时璋、何增禄。大概而论，尚称平允，但遗漏

亦不少……物理方面何增禄与王淦昌二人对于光学

与理论物理实均极有根底，惜无机缘发展耳。”虽是为

当时浙大同人不被世识颇感不平，但也体现了竺可桢

对教师质量的自信。

随着学术精英的汇集，竺可桢的另一个教育理念

也得以逐渐变成实践，“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

为大”。到达宜山后，浙大新成立了师范学院。1939

年 1 月又决定将原来的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

院。1945 年抗战胜利后又开始筹设法、医两院，至

1946 年返回杭州时，浙大已成长为一个拥有文、理、

农、工、法、医、师范 7个学院 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这

是竺可桢对浙大也是对历史交出的成绩单。

1944年，著名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后两次

参观浙江大学，他对浙大在艰苦条件下学术气氛浓

郁、科研成就拔萃印象深刻，赞誉浙大是中国最好的

四所大学之一，是“东方的剑桥”。这既是对浙大的赞

誉，也是对竺可桢的褒奖。

爱生如子，战火中培育国之英才

在天目山安置新生之时，竺可桢着手试行一种新

的制度——导师制，他曾在日记里写下，“此间导师制

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

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如昨星期

日，天气既值秋高气爽，导师与学生均群出外散步，每

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正是天目山

试验的良好效果，竺可桢决定“抵建德后行导师制，

三、四年级以系主任为导师，二年级则另行选择”，导

师制开始在全校落实推行。这一创举也得到了当时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认可，1938 年 5 月，教育部派员到

浙大视察，对导师制十分关注，之后还褒奖浙大是当

时各西迁大学中维持教学秩序和确保教学质量最好

的一所。

即便是在当时艰苦的教学条件下，浙大的教学质

量却未打折。因迁徙和空袭常导致学生提出停课要

求，竺可桢通常是“虽和平而极坚决”地反对，除了正

常的转移和避险外，不停课不停学是竺可桢坚持的一

条原则。1940年，就有学生因学分不足、成绩过差、论

文未成等原因而无法毕业，有的借读学生因成绩不合

格则被要求退学，面对一些师生的求情，竺可桢也并

未降低标准。但在有些方面，竺可桢对学生们合理的

要求又格外支持。在泰和期间，竺可桢甚至允许学生

们到附近的湘潭、株洲等地旅行实习，并给予津贴补

助，这在当时战争迫近、漂泊流离的条件下，是一件颇

为难得和大胆的决定。

抗战时期，学生们常以频繁迁徙、战火威胁、政治

黑暗等为由对校方表示不满，甚至对竺可桢进行刁难

和攻击，竺可桢虽表示很“痛心”，但并未采取强硬措

施，有时在得知有学生可能对其采取极端行为时也只

是置之不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政治言论和

行为异常敏感，多次向浙大发出所谓的“警告”名单，

但竺可桢反而多次为上了“黑名单”的学生们进行辩

护。1942 年 1 月 16 日，浙大学生组织了“倒孔游行”，

竺可桢担心学生和军警发生冲突，特意赴现场进行劝

阻，无果后亲自领队游行，并嘱咐军警不要与学生发

生冲突，在竺可桢的协调下，出现了学生在前面喊口

号贴标语，军警在后面监督撕标语的场面，避免了双

方的直接冲突。事后面对当局的指摘和压力，竺可桢

尽量保护、营救被捕的学生并为其开脱。凭着这种

“爱生如子”、“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担当，竺可桢将

浙大构筑成了一个民主堡垒，而浙大师生也亲切地称

其为是“浙大保姆”。正是保持了一种宽松包容民主

的氛围，教学方面又严格把关勇于创新，竺可桢治下

的浙大培养了李政道、叶笃正、程开甲、谷超豪等一大

批优秀人才。

1938 年 11 月 19 日，在竺可桢的倡议下，浙大校

务会议将“求是”定为校训，之后他又多次阐述“求

是”的内涵：追寻真理、明辨是非、爱国救亡、奉献社

会、勇于牺牲。竺可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

么是“求是”精神。他的抗战年代是一个人和一所大

学、一种精神与一个时代完美结合的历史。栋梁如

斯，中华焉亡？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
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

竺可桢的抗战年代
文·赵 涛

从 2005年到 2015年，金三科技的跨

越发展用了十年。在创业初期，金三科

技董事长彭飞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

将向往何处？科技如何改变生活？结

果，他的选择既不像腾讯、阿里，也不像

所有企业家的一般选择，他的选择再次

出人意料。

多数互联网企业家都是横向思维，

而彭飞是纵向思维。对于一般资质代理

商企业而言，他们做工商注册、做代理记

账、做资质代理，切入各个细分领域，横

向扩展自己的业务。而彭飞则选择把资源整合平台这道壁垒建的越来越

高、越来越深。所以，一般咨询公司做工商注册，金三优服做资源整合和

解决方案。普通代理公司圈越来越多的领域，融入更多的细分公司，而金

三科技选择把用户圈起来，创建了一个综合的资源库，来进行各种资源的

整合和细分。

谈到要打造一种什么样的业务模式，彭飞说：我们现在的模式出发点

是以客户的需求为首要，促使客户轻资产、轻负担，客户有需求，金三就能

快速提高服务。未来十年内，金三科技将打造一个全方位的中国最具有

商业价值的企业建设服务平台。

彭飞：
打造全方位的企业建设服务平台

适逢西藏自治区 50岁生日，记者在拉萨见

到了多吉，作为我国首位中国工程院藏族院士，

也是西藏地区唯一一位院士，多吉院士已从地

质勘探一线退居 12年，一直从事地质相关的管

理工作，目前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

他有着官员的矜持。他身着衬衫西裤，说

话慢条斯理；他有微观的视角亦有宏大的叙述

逻辑，并且在两者间切换自如。不过即便如此，

国字脸，坚毅的五官，古铜色的皮肤以及眼睛里

闪烁的热情，令他的藏族气质扑面而来。

他有着学者的质朴。对于一长串行政头衔

他不愿赘述：“我现在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带学

生、搞科研以及参与国家关于地质方面的咨询

工作上。”他流露出对一线工作的留恋：“一有时

间我还是喜欢到野外，搞地质第一素材来源于

观察，我也擅于在野外工作。”

从走出故乡西藏山南地区的叠嶂重峦开

始，多吉断断续续在一线勘探 25 年，几乎走遍

西藏全境。他也曾自问为什么要搞地质？如今

他已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搞地质的核心就是

找矿产资源。而西藏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储

备基地”，其地质勘探对国家意义非常。

“作为储备基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加

强中国在国际上，就铜、锂、铬等内地稀缺矿产

资源谈判时的话语权。”多吉说。

多吉：痴迷地质的高原院士

多吉与地质勘探的交集始于上世纪 70 年

代。1974 年，多吉就读于成都地质学院，学习

区域地质调查及矿产普查专业。喜欢研究水的

他曾想要转去水文系，未能如愿。不过，当多吉

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地矿厅地热地质大队当技术

员，“地热是以温泉的形式表现，我还是研究了

与水相关的东西，这就是缘分。”

也许正如他所说的缘分，在多吉的地质

勘探生涯中总能找到前后呼应的桥段——就

像当初科考队让他感受到地质学的魅力，后

来来自其他省份的同事的认真与坚持对他影

响至深。

在一次课题合作中，多吉接触到中国工程

院院士郑绵平，他记得当时郑绵平不慎从马背

上摔落，腰部受伤。但郑绵平跟队员们装作没

什么事儿的样子，坚持在野外考察，“回去以后

就动弹不了，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遇到天

气不好总会复发。”

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分队队长刘连捷给他的

帮助。

刘连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地质学老教师，

河北唐山人。多吉进入分队时，他已进藏十载，

年近半百，是多吉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汉族老

师。刘连捷对学生十分严格，教完即让学生作

图，只纠正一次错误，如再发现有类似的问题，

就把图纸撕掉，要求重画。

“这样的方式非常有用，后来我们到野外去

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做，既高效又准确。我们在

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也都是他教的，遇到这样

的老师很幸运。”多吉说。

地质与水文的缘分

多吉所在的勘探小队是先遣队，角色类似

侦察兵，即在前期寻找地质线索，一般 3月份出

山，9、10 月份回去。常常是四五个人在海拔四

五千米左右的高山上安营扎寨六七个月，食物

是出发前准备好的腊肉、萝卜以及土豆，目之所

及不见牧民，难觅牦牛。

多吉觉得这种寻找令他无比亲近大自然，

加之年轻的时候充满好奇，感觉一切探索都很

有趣。“天蒙蒙亮就出发，不停地走，不停地观

察，一边制图一边记录。寻得一个线索就不断

地追踪，走到太阳快落山，回到营帐有时是三更

半夜，都不知道早上走了多远。”他说，“我们出

发的时候都是怀着希望，晚上回去的时候，不管

怎么说都会找到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回去后，

大家吃完饭就整理资料，然后睡觉，大部分就是

这样一个过程。”

他以一句“这是地质工作常有的事”轻巧地

带过艰辛甚至惊心动魄的经历：泥石流，在日喀

则遭遇山体滑坡，雪盲，趟水过河时多次不期而

遇大幅度涨水。他说可能是因为生长在西藏，

相对熟悉地形，一线勘探多年，没有受过伤。

他是大自然的探索者，亦是朝圣者。

“我喜欢走，喜欢走到大自然中去。我想大

自然是慷慨的，但慷慨是有原则的。如果你认

大自然的探索和朝圣者

真地去对待，你想得到的资料、数据以及你想解

决问题的答案，大自然都会告诉你。”他说。

2001 年 11 月，多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3 年 8 月，他出任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副厅级），自治区科协副

主席。至此，多吉逐渐退出一线勘探工作。

2011 年，他出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

“其实最初学地质的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

名普通的工程师。”多吉谦逊地说。

跳脱出一线地质勘探经历的话题，多吉把

对地质勘探、西藏土地的思考融入国家背景中。

“搞地质工作首先就是要摸清国家的资源

家底。”多吉说，他表示探明资源储备量能够增

加国家的外交筹码。

2010 年，中央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

出要使西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

这让多吉为之一振。他指出，其中的“战略资

源”就是以矿产资源为主。“内地缺乏铜、锂、铬

这些矿产资源，依赖进口。西藏确实有上述资

源储备上的优势，线索很多，但是需要评估。这

几年，西藏为国家作为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打下

了重要的基础，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储备基地，

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强中国在国际上就上

述资源谈判价格时的话语权，因此，加快西藏地

质勘探工作对国家意义非常。”

言及此，谦逊低调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努

力。多吉表示，他曾牵头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加

强西藏高原资源的勘察工作。对此，国务院设

立了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与评价专项（简称

“青藏专项”），投入资金大概 80多亿，从 2008年

开始到 2020 年，主要以资源评价为主，同时研

究水，地质环境，发生地质灾害有哪些隐患等。

前两年他还在成都了解到一个关于西藏土

地资源的现状调查。通过他们的调查，得出

99.9%的土地是非常干净的，全部达到国家的标

准水平，没有任何污染。“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

说，西藏是一片净土。”多吉说，即便他用 25 年

的观察，用地质学家专业的眼光过滤这片土地，

“净土”论断依然毋庸置疑。

“西藏的净化能力比较强，党和政府管得也

很好，比较到位。”言及此，他望了望窗外。透过

办公室的窗，即目是绵延高山的一角以及拉萨

倾城的阳光。

地质勘探关乎国家利益

科技日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北京市离退休干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周年歌咏大会”日前在京举行。

来自北京市各区县、各系统的 2000多位离退休干部以合唱方阵加中

心场地互动的方式，激情演唱了 24首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主题的歌曲。当日，从“黄河在咆哮”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

去”，再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首首经典歌曲和红色旋律将人

们带回到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并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

奋勇杀敌的壮丽场景。

据了解，年初北京市老干部局就精心策划了离退休干部开展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列活动，各区县、各系统老干部工作部门组织

广大离退休干部积极参与纪念抗战胜利主题征文、书画作品展览、“我

与抗战——讲述抗战故事，传承革命精神”等活动，而本次歌咏大会则将

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雅芬）

北京离退休干部高唱爱国歌曲
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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